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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水耕人为土形成年代探讨——以浙江为例 

章明奎, 邱志腾, 杨良觎1 

浙江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地形特征及其形成、人口演变与土地开发、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发展等的历史变化分析,探讨了现

代水耕人为土形成的年代。分析认为,虽然研究区水稻种植已有 7 000 a 左右的历史,但规模化水稻种植的历史基本上在 2 000 a

内。先秦以前,农业技术发展水平较低,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稻田土壤水旱交替的环境,植稻土壤缺少现代水耕人为土的诊断特征。

唐宋、明清和 20 世纪 50—70 年代是研究区水耕人为土形成的 3个主要时期,水耕人为土面积迅速扩大。洪积扇和河谷平原地区

可能是研究区内最早形成现代水耕人为土的主要区域。不同地貌区间大面积的水耕人为土的形成时间顺序大致为水网平原、河

谷平原早于滨海平原早于丘陵山地。研究认为,稻作环境改善是现代水耕人为土形成的前提,农作技术发展和人口增加是水耕人

为土面积扩大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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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水耕人为土, 区别于传统的“ 水田” , 是指当前仍在种植水稻并满足水耕人为土诊断要求的土壤。中国土壤系统分

类把水耕人为土归设为独立的亚纲, 对其有严格的定义, 要求同时具备“ 水耕表层(含耕作层和犁底层)” 和“ 水耕氧化还原

层” 2 个诊断土层
[1]
, 须满足犁底层的容重明显高于耕作层, 耕作层和犁底层的总厚度大于 18 cm, 及大多数年份至少具有 3个

月的人为滞水水分状况等条件, 并对“ 水耕表层” 和“ 水耕氧化还原层” 的颜色与形态作了定量的规定
[2]
。浙江是中华民族

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宁波八字桥、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

畈等遗址的考古表明
[3, 4, 5, 6, 7, 8, 9]

, 这一地区的水稻栽培已有 7 000 a 左右的历史。上山考古遗址调查表明, 浙江省于 10 000 a

前已开始培育水稻
[10]
。根据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获得的调查数据估算, 全省水耕人为土面积约 200 万 hm2, 占耕地的 3/4, 省

域内的水网平原、滨海平原、河谷平原和丘陵山地上均有水耕人为土分布
[11]
。根据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对水耕人为土的检索标准

[2]
, 

水耕人为土应具有人为调控的水分状况、深刻的人为影响和变动的氧化还原作用等独特的成土条件, 水耕熟化和强烈的氧化还

原交替过程(导致氧化铁锰在剖面上的分异)是其主要的成土过程。因此, 水耕人为土形成所需要的稻作环境包括地表平整且地

面较为稳定(有足够的时间形成水耕人为土的特征)、合适的气候和具有一定的灌溉与排水设施等, 而规模化的水耕人为土的形

成还需具有功能良好的耕作农具和足够的人力等耕种条件。迄今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早期稻田遗存主要出现在

平原、古河床一级阶地和其他一些低平区域
[3, 12, 13, 14]

, 推断当时的水田很可能是由河道、池塘、湖沼等自然低洼地稍加改造而成

的, 其主要利用地形的自然落差进行农田灌溉, 基本上没有排水等配套设施。由于当时没有能力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去维护

稻田, 所以这些稻田多是随建随弃。可见, 远古时代的“ 水田” 尚不具备稳定的水旱交替的稻作环境。因此, 现代水耕人为

土在形成时间上不可能在远古时代。但至今, 除一些古代遗址点及近期一些由旱地改为水田的农田有明确的植稻时间记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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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植稻较久的地区种植水稻的时间常常模糊不清。本文以浙江为例, 试图通过对当地地形特征及其形成、人口演变与土地开

发、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的发展等历史资料的分析, 探讨现代水耕人为土的形成及其演变历程。 

1 地形特征及其形成历史 

研究区的地形主要受华夏系构造和新华夏系构造等控制, 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倾斜, 由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等

地貌类型组成, 其中, 丘陵山地占 71.6%, 平原占 22.0%, 河湖水面占 6.4%。山地、丘陵和盆地大都是第三纪的产物, 在第四纪

之前基本稳定； 而各类平原在第四纪期间仍发生着不断的演变(包括海陆变迁、湖陆变迁、河流改道), 平原堆积地貌主要由长

期的冲积、海积和湖积过程形成。与我国内陆地区不同, 研究区的平原(包括水网平原和滨海平原)主要位于沿海地区, 随着 12 

000 a 来海进海退、潮起潮落、水陆交替频繁及海岸线位置的巨大变化, 沉积环境较为复杂, 平原稳定的时间相对较短。据考查, 

平原地区的这些变化大致持续到距今约 7 000 a 前海面上升速率减小之时
[12, 15, 16, 17]

。河姆渡古人类在建筑上的高干栏式长屋等

可能就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强台风、大暴雨、大水泛滥、易涝等。 

全新世初(约 8 000~10 000 a 前), 东海海面还在今海面以下 30~40 m 时
[16]
, 研究区东部平原地区地下水位较低, 基本无湖

泊与沼泽。到了距今 7 000~8 000 a 时, 随着气候转为温湿, 东海海面回升, 至全新世中期(距今约 5 000~6 000 a 前), 东海

海面已回升至今海面高度。此时, 研究区东部平原区地下水位逐渐升高, 区内湖泊逐渐增多, 湖泊沉积物范围扩大； 但因水位

较高、自然环境极不稳定, 浙东平原尚不适宜土地开发和人类居住。至全新世晚期, 东部平原地面虽然逐渐稳定, 但直至秦汉

之前这些地区始终是海潮出没的浅海沼泽地, 自然灾害较为突出
[17, 18, 19]

。东汉之后, 随着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海涂围垦, 东部平

原地形逐渐稳定, 地下水位下降, 湖泊面积减少, 气候和地面条件逐渐适合农业利用。据江大勇等
[20, 21]

研究, 全新世时期浙东

中北部沿海地区存在 3个暖期, 即 6 040 a BP(指距今年代, 为了将日期标准化, 1950 年被定为考古学上的“ 现在” )前、5 560~3 

210 a BP 和 2 875~2 770 a BP, 其中 5 560~3 210 a BP 较暖, 它又可分为 5 860~5 490 a BP、5 490~4 110 a BP 和 3 765~3 210 

a BP 等 3 个阶段, 以 5 4904 110 a BP 为最暖期, 气温约比现今高 5~6 ℃。可见, 当时的温度是适合水稻生长的, 但由于地表

沉积环境的变化, 稻作环境并不稳定。研究区新石器时期早、中期的稻作遗址大多分布在钱塘江两岸的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 

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先人一直在宁绍地区和杭嘉湖地区零星种植水稻。 

与沿海平原地区不同, 分布于内陆众水系附近的河谷平原(盆地)地表环境相对稳定, 比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其中, 金衢

盆地是研究区内最大的呈西南-东北向延伸的狭长盆地, 包括金华-衢州盆地、东阳盆地、浦江盆地、永康盆地, 以及钱塘江流

域由河水相互串联的一些小盆地群。这些盆地内浅丘起伏, 海拔在 50~250 m, 相对高度以 30~50 m 最普遍, 具有良好的农业开

发条件。 

2 人口演变与土地开发历史 

游修龄
[22]
和肖也珍

[23]
对研究区人口的历史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西汉之前, 研究区经济落后, 人口稀少(人口密度仅在 1~10

人· km-2), 而此时的关中地区人口密度已达 200 人· km-2 以上
[22]
。汉以后, 中原地区发生了“ 永嘉之乱” (公元 307— 312

年)和晋室南迁、唐朝的“ 安史之乱” (公元 755— 763 年), 以及金灭宋等多次巨大的政治军事动乱, 中原地区大量人口南移, 

研究区是其主要迁徙地区之一
[22]
。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区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宋元之际是研究区内人口发展的

第一个高峰, 此时人口总量已在 1 000 万左右
[23]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 1080 年), 研究区人口密度达到 70 人· km-2； 元至元

廿七年(公元 1290 年), 研究区人口密度达到 177人· km-2
[22]
。明清时期, 研究区社会经济繁盛, 人口迅速增加:清道光年间, 研

究区人口迅速增长至 3 000 万左右
[23]
； 清咸丰元年(公元 1851 年), 研究区人口密度已达 297 人· km-2

[22]
。民国时期, 研究区

人口密度略有下降, 人口总量保持在 2 000 万左右。新中国成立后, 研究区人口迅速增加, 至 20 世纪 90 年代, 人口总数突破 4 

000 万。 

历史上, 研究区的土地开发甚早, 但在新石器时代, 区内粮食种植的农田规模很小, 技术粗放、落后。据历史地理学家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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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驿[24, 25]的研究, 研究区内规模较大的粮食作物种植约始于春秋于越。当时的会稽山地还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于越原

始部族主要在一些山间盆地、山麓冲积扇开展刀耕火种的原始迁徙农业, 以旱作为主, 生产五谷杂粮。至于越后期, 原始的迁

徙农业逐渐向比较高级的定居农业过渡。公元前 515 年, 在宁绍平原地区高燥的地带已有人类开展农业活动
[24]
。据《越绝书》

记载, 句昊的粮食种植以水稻为主。秦统一六国后, 具有平原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口大量流入研究区, 加速了境内平原的开发, 

水稻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东晋以后, 人口的增加及粮食需求量的剧增, 刺激了研究区土地的开发。据考证
[24]
, 至刘宋时代宁

绍平原已经出现了“ 土地偏狭, 民多田少” 的现象。此后, 研究区一直是地狭人稠问题较突出的地区
[24, 26]

。为应对此局面, 在

以后的各历史阶段, 研究区各地主要通过围垦湖田、开垦山地和海涂围垦等增加耕地面积。 

金衢地区位于浙江中西部, 因分布有宽广的河谷平原和缓坡岗地, 具有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

活动
[15]
。在春秋时期, 在衢江与灵山江的汇合处曾崛起一个方国姑蔑(今龙游), 说明当时这些区域已成为了一个政治、经济的

中心。据陈雄
[27]
研究, 金衢地区的土地开发利用是由东向西逐渐演进的, 土地开发先河谷平原, 后岗地丘陵, 再低山中山。另

据陈桥驿
[28]
研究, 先秦时代以前研究区内的山地丘陵原是茂密的原始森林, 南北朝初期境内的森林开始被破坏, 但一直到公元

10 世纪中叶衢州和金华一带仍有象群出没。宋代以后, 由于平原地区的人口已超出了其承载力, 人们开始尝试在山地种植粮食

作物, 加快了山林破坏速度, 当时在会稽山地的某些地方甚至到达“ 有山无木” 的地步
[28]
。这一时期, 某些条件适宜的山地(主

要为坡度较小、取水方便的山垅地或溪谷地)已开辟梯田、种植水稻, 但限于当时的条件, 山地种植水稻面积很少。直至 18 世

纪前后, 研究区内的大量人口仍主要聚集在不到研究区总面积 1/4 的平原地区。清康、乾以后, 随着人口的猛增和玉米、番薯

的先后传入
[28]
, 研究区内大量人口逐渐涌入山区, 垦殖范围不断扩大, 但此时山地种植水稻的面积仍不大。 

3 水利建设的历史与农业技术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是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是研究区内最大的两个平原, 但由于地处沿海, 

它们都面临咸潮的威胁； 因此要发展粮食种植业, 必须做好拒咸蓄淡工作, 才能保证灌溉。为此, 早在汉代这一地区就开始构

筑海塘, 如杭州的钱塘, 绍兴的玉山斗门及后海塘等均是其例
[29]
。到了隋代, 运河成为杭嘉湖平原农田灌溉的最大干渠。绍兴

古鉴湖也是这一时期为了防洪和灌溉修建的。温黄平原的土地开发和粮食种植业的发展较宁绍平原晚, 但该平原的海塘、人工

湖泊和河渠等的修建早在汉代就已开始并渐趋完备。金衢盆地是研究区内最大的河谷平原, 有钱塘江上游众多支流作为灌溉水

源, 因此早从汉代起就开始建塘筑堰, 建设有许多农田水利工程, 成为研究区内重要的粮食产区。此外, 研究区内温州平原的

会昌湖, 丽水盆地的通济渠、金沟渠和好溪渠, 奉化盆地的白社河和土块堰, 诸暨盆地的大农湖, 建德盆地的西湖, 淳遂盆地

的古渠, 以及寿昌盆地的西湖等农田水利工程也都在清代以前逐渐出现, 并种植水稻
[18, 29]

。以上大量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既抗

御了早涝, 又为发展水稻生产提供了保障。此外, 灌溉条件的改善也为复种技术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三国时代温黄平原首先出

现了水稻一年二熟的记载。 

农业科技的发展在古代农业发展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农具的更新和栽培技术的进步方面
[30, 31]

。在新石器初期, 

人们主要依靠采集和渔猎谋生； 到了后期, 人们开始采用新的农耕技术, 出现了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 有效地提高了原始农业

的生产力水平
[32]
, 并逐渐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虞夏到春秋初年是青铜时期, 人们利用铜和锡的合金(青铜)制造的工具比木石

工具坚硬、锋利、轻巧的特点发展农具, 这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在秦汉时期, 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已处于较高

的水平
[31]
, 主要表现在施肥(农家肥)、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 其中铁农具的出现促使农业生产精细化。宋元时期, 中国出现了

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33, 34]

。铁农具产生于春秋战国, 在秦、汉逐渐普及推广, 在隋、唐、宋、元已

趋于成熟。铁农具的普及应用, 不仅推动了农田的耕作, 也为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促进了粗放农业逐渐

向精细农业的转化
[34]
。宋代, 钢刃熟铁农具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除了犁铧、犁壁为了坚硬耐磨仍然使用白口生铁铸造外, 钢刃

熟铁农具代替了其他铸铁嵌刃式农具, 提高了铁农具的坚韧和锋利程度,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4]
。 

4 水耕人为土发展阶段与典型水耕人为土形成年代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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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耕人为土形成的发展阶段 

基于以上对水耕人为土成土条件和历史时期研究区地貌、气候、人口变化与农业技术发展特点的演变分析, 大致可把研究

区现代水耕人为土的形成归纳为以下 5个阶段。 

先秦以前:沿海平原(包括水网平原和滨海平原)地表尚未稳定, 自然灾害频发, 不适宜土地开发； 同时, 这一阶段人口稀

少, 耕作技术相对落后, 难以实现规模化的水田开发。当时粮食以旱作为主, 主要种植在山区和半山区, 辅以狩猎。春秋战国

时期, 在研究区某些地表稳定的区域(如水网平原稍高处、河谷平原阶地和其他低平区域)已有小规模的水稻种植。这一阶段的

耕作不同于现代耕作, 主要采用“ 火耕水耨” , 其特点是不耕地和不整地, 使用的工具也不过是钁、锸之类的掘土工具, 非

铁犁和畜力耕作, 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旱交替； 因此, 稻田土壤发育并不完善, 缺少现代水耕人为土的诊断特征。 

西汉至晋隋:沿海平原地表已基本趋于稳定, 同时研究区内人口密度逐渐增加, 农具已进入铁器时代, 粮食种植业开始从

迁徙农业转入定居农业。这一阶段, 水利建设得到重视并逐渐完善, 沿海平原的内侧已具备了种植水稻的基本条件, 并逐渐出

现规模化的水稻种植。但限于当时的条件, 这一时期水稻种植主要还是分布在平原与丘陵过渡的洪积扇和诸如金衢盆地等的河

谷平原的高阶地区及古鉴湖周边区域。平原区内主要采用“ 田湖互换” 的种植模式, 土壤肥力主要靠休耕恢复。在一些地势

较高的区域已基本具有干湿交替的水分管理环境, 水耕人为土逐渐形成, 其面积逐渐扩大。 

唐宋时期:研究区内人口明显增加； 水利条件逐渐完善, 洪涝的影响明显减弱； 犁耕已推广应用, 水稻种植技术逐渐成熟, 

促进了水耕氧化还原层的形成, 土壤向现代水耕人为土方向发展。这一阶段, 人们主要通过围垦湖田、海涂围垦等土地开发工

程扩大水稻播种面积, 是研究区内水耕人为土面积的第一次迅速增长期。 

明清时期:是研究区内水耕人为土面积的第二次迅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研究区内的人口进一步发展, 海塘建设逐渐完善, 水

耕人为土由水网平原逐渐向滨海平原推进, 已发展到较大的规模。随着水旱轮作的加强, 研究区内双季稻和稻麦两熟逐渐推行, 

促进了土壤脱潜, 加快了水耕人为土的发育和分布面积的扩展。 

现代:20世纪50— 70年代, 随着海涂的进一步围垦和旱改水技术的推行, 滨海平原水稻种植面积逐渐扩大, 同时水耕人为

土逐渐由平原向丘陵山地推进, 水耕人为土面积又有较大规模的发展。这一阶段, 通过开沟排水大大降低了水网平原区的地下

水位, 进一步促进了水耕人为土的脱潜。 

4.2 典型水耕人为土的形成年代 

根据以上对稻作环境历史演化及典型水耕人为土分布地貌特征的分析, 结合浙江省第二次土壤普查, 对研究区内典型水耕

人为土的形成时间分析如下。 

4.2.1 水网平原区 

涉及的土壤包括发生分类中的黄斑田、黄斑青紫泥田、黄斑青粉泥田、青紫泥田、黄斑青紫塥黏田、青粉泥田、青紫塥黏

田和湖松田等土属
[11]

, 这些土壤的形成时间多在 1 000~2 500 a。其中, 黄斑田因分布区地势相对较高(出露水面较早), 种植水

稻时间可能比其他土壤更长远一些(形成时间多在 1 500~2 500 a), 其土壤剖面中氧化铁的垂直迁移非常明显, 符合铁聚水耕人

为土的诊断要求； 但由于黄斑田分布区地势较高, 剖面中氧化铁的垂直迁移也可能发生在种植水稻之前(古草甸化作用), 种植

水稻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异。黄斑青紫泥田、青紫泥田、黄斑青紫塥黏田、青紫塥黏田的形成时间主要在 1 000~2 000 a, 由

于前期地下水位较高, 氧化铁的垂直迁移相对较弱, 后期通过开沟排水脱潜加强, 它们主要属简育水耕人为土。黄斑青粉泥田

和青粉泥田主要位于水网平原与滨海平原的过渡地带, 其成土时间在 1 000 a 左右, 主要属简育水耕人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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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河谷盆地区 

河谷盆地与丘陵过渡的洪积扇与盆地内平原边缘的阶地地势较为相似, 本文一并归入河谷盆地中。这一区域的水田土壤包

括发生分类中的洪积泥砂田、培泥砂田、泥砂田、黄斑青泥田和泥质田等土属
[10]
, 其形成时间变化较大。形成于洪积扇上的洪

积泥砂田可能是研究区内种植水稻时间最长的水耕人为土, 成土时间估计在 1 000~2 500 a； 高河漫滩地形稳定时间也较长, 且

灌溉条件较为理想, 其上的泥质田种植水稻时间多在 1 000~2 000 a； 洪积泥砂田和泥质田土壤发育良好, 其剖面中氧化铁的

垂直迁移非常明显, 符合铁聚水耕人为土的诊断要求； 培泥砂田、黄斑青泥田和泥砂田主要分布在河谷平原的低河漫或低洼地

中, 历史时期经常受季节性洪水泛滥的影响, 其开发利用相对较迟, 估计形成时间多在 200~1 000 a。 

4.2.3 滨海平原区 

包括发生分类中的江粉泥田、江涂泥田、涂泥田、小粉田、淡涂泥田、粉泥田和老淡涂泥田等土属
[10]
, 其成土年龄受人为

围垦时间的制约。其中, 粉泥田和老淡涂泥田区域成陆时间较早, 估计成土时间已达 500~1 000 a； 而江粉泥田、江涂泥田、

涂泥田、小粉田和淡涂泥田多在近 300 a 内逐渐由围垦植稻形成。 

4.2.4 丘陵山地区 

包括发生分类中的红砂田、黄筋泥田、红泥田、黄泥田、黄油泥田、紫泥田、棕泥田、黄泥砂田、紫泥砂田、棕泥砂田、

老黄筋泥田等土属
[11]
。丘陵山地地面不平, 水源相对较差, 种植水稻时需要平整土地和解决水源问题, 投入成本较高, 技术难

度也较大, 所以它们多是由原先的旱地改造而来的。其中, 黄泥砂田和老黄筋泥田由于主要分布在村落或分布区地势较为平坦, 

开发利用相对较早, 多在 500 a 以上； 而其他类型的土壤多是在近 200 a 内逐渐形成的, 多数成土年龄不足 100 a。 

5 结论 

浙江境内人工种植水稻的最早记录在 7 000 a 左右, 但规模化种植水稻的历史基本上在 2 000 a 内。根据对地形特征及其

形成、人口演变与土地开发、水利建设与农业技术的发展等历史资料的分析, 认为唐宋、明清和 20 世纪 50— 70 年代是浙江水

耕人为土的主要形成时期。先秦以前由于尚不适宜规模化种植水稻, 这一阶段零星种植的水田主要采用“ 火耕水耨” , 其特

点是不耕地和不整地, 难以大规模形成水旱交替的土壤成土环境, 缺少现代水耕人为土的诊断特征。洪积扇和河谷平原高河漫

滩地区稻作环境较为稳定, 可能是浙江最早形成现代水耕人为土的主要区域。不同地貌类型区大面积的水耕人为土的形成顺序

大致为水网平原、河谷平原早于滨海平原早于丘陵山地。研究认为, 稻作环境改善、农作技术发展和人口增加是浙江水耕人为

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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